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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油画与国家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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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油画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艺术语言上的西方文化属性与创作实践上鲜明的中国品格，使其

在国家形象的国内、国际传播中具有了独特的符号承载意义。对于当下中国油画创作来说，处理好国家层

面正面引导和油画家自觉、自主之间的关系，在继承与超越之中取得平衡，在学习西方传统、立足中国实践

和传播中国形象之间建构自身的现代形态，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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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
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

动极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１］国内对

“国家形象”的认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最初发端

于传媒和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学术敏感，随后引起

中国政治家的关注，继而推动了不同学术领域对这

一课题的专项研究。２０００年以来，关于国家形象的
研究延伸到艺术学领域，给我们审视以往的艺术道

路、展望未来艺术的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

考维度。中国油画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艺术

语言上的西方文化属性与创作实践上鲜明的中国品

格，使其在国家形象的国内、国际传播中具有了独特

的符号承载意义。如果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

革”时期的中国油画在敌／我、社／资、古／今二元对
立的革命语境中通过油画民族化探索和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美学风格所描绘的国家形象体现为对“大

众”“工农兵”主人公地位的彰显以及对“伟大领袖”

的赞颂，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与国际局势的风

云变幻之中，其对国家形象的表征则呈现出更为复

杂和多样的形态。新时期，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全球

化发展语境和现代化探索实践中，中国油画的双重

文化背景使其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显示出不同

于其他传统艺术形式的独特一面。对新时期中国油

画中的国家形象塑造的考察，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

国美术的现代性之路，重新认识艺术与政治、艺术与

民族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去政治化和艺术现代化

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离不开对这个时代所面

临和要解决的问题的考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为
中国美术摆脱“文革”思维模式，寻求新的创作突破

的探索时期，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摆脱政治干

预、实现自身现代化和通过自身艺术语言表征新时

期国家“改革”“开放”形象的问题，这也是８０年代
中国油画所面临的首要任务。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底，中
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伊始便借用列宁的

话宣告：“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

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

地。”［２］同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国美协常务理事扩大会
议，针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座谈，

在整个文艺界酝酿起了一股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

化的潜流。［３］这一潜流从对旧的文艺制度、文艺题

材的反叛和反思开始，在文艺观念和艺术实践层面

都实现了较大的突破，彰显出对新时期国家形象塑

造和传播的新定位。

中国油画作为一个源自西方而又具有自身发展

逻辑的艺术形式，在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为中

国现代化服务为旨归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

潮流中，具有天然的转化和接受优势。１９７８年春
天，“法国１９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在北京和上海
展出，巴斯蒂安·勒帕热、让·弗朗索瓦·米勒等人

作品中体现出的质朴凝重的画面格调和浓郁的现实

关怀让中国画家和艺术爱好者耳目一新。这种来自

西方的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与当

时中国摆脱极端思维、重新回归理性的社会期待相

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油画创作的新转变。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文艺界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讨论中，逐渐形成了回归真正的现实主义或批判的

现实主义的理论共识，进而在实践层面直接导致了

８０年代初“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美术”等现实主
义的绘画风格的出现。这一时期的中国油画从对

“文革”的反思和对现实生活的回归和观照着手，出

现了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李斌的《枫》、罗中立的

《父亲》以及王川的《小路》等新作品，塑造了“回归

理性、回归现实”的新的国家形象。特别是从１９８１
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中脱颖而出的

巨幅油画《父亲》，用以往描绘领袖像的方式对一个

历经沧桑的贫苦农民进行细致入微地刻画，在当时

引起了极大地震撼，典型地表征了国家形象由“革

命狂热”到“反思现实”的视觉转换。

８０年代中期，中外文化和人员的充分交流让
很多艺术家看到了中西艺术的巨大差距，“现代／前
现代”的国家形象对比在中国艺术家特别是青年艺

术家中催生出了一种“抓住机遇”“把耽误的时间抢

回来”的紧迫感。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式前卫艺术运动（八五美术运

动）勃然兴起，期间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现代

性”的诉求和各种对艺术语言（现代与后现代、传统

与西方等）的探索之中。西方现代美术是西方现代

化的重要文化标志，而“八五美术运动”中艺术青年

对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的学习和模仿，则是中国现代

化愿望的美术表达，体现了在“落后—先进”“前现

代—现代”的线性发展逻辑指导下，广大艺术青年

对于塑造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国家形象的迫切要求

和大胆实践。

这一时期的艺术实践潮流以西方现代绘画（主

要是现代油画）为学习范本，其对形式语言和生命

体验的关注，与吴冠中先生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在《美
术》杂志发表的关于形式美和抽象美的两篇文章所

引发的理论探讨相呼应，突出显示了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国美术在寻求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淡化政治意

识形态、强调艺术自律观念的诉求。［４］然而，从宏观

的文化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的文艺政策转

变和由此带来的现代美术思潮的滥觞，又恰恰与党

和政府拨乱反正、反思极“左”思潮的政治诉求密切

相关。陶东风先生认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艺自
主性诉求的提出与相当程度上的实现，实际上恰恰

依赖于它与当时的公共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准

确地说，它借助了与当时政治文化（即改革开放与

“思想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的相互支持关系，而且

得到了政治精英的直接支持。”［５］显然，这正是走出

“文革”阴霾、打破冷战僵局、寻求自我变革的新的

政治诉求，带来了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国
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变革，８０年代中国美术在艺术自
律的旗号下所谓的“去意识形态”也并不是无意识

形态，它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形成和旧的意识形态

调整的过渡阶段。而这一时期的国家形象塑造鲜明

地体现为在极力纠正“文革”时期极“左”的文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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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摸着石头过河”的

探索性策略下，营造一种相对宽松和包容的空气，以

利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也正是因为这种

探索性和实验性，从具体的艺术实践角度来看，整个

８０年代的中国油画在花样频出、流派纷呈的同时，
很多又仅仅是昙花一现。

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放的市场与中国
油画的国际传播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取得了初步的经验，特别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改革开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中国国

家形象体现为从“政治文化中国”到“经济中国”的转

变，［６］２０美术创作也从７０年代的文艺为政治服务、８０
年代的文化寻根、文化现代性探索的宏大话语方式转

向了艺术家个人艺术发展策略的多元选择。与这一

时期的国画创作融合传统文人趣味和世俗因素不同，

９０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受到全球化艺术市场、国际
艺术展览机制的影响十分明显，国内艺术拍卖市场的

兴起、国外资本的参与、国际交流的频繁为艺术家选

择更为个性化的创作风格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９０年代初的一系列艺术事件预示着中国油画
乃至中国美术的某种新的变化趋势：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方力钧等自由画家以一种“外来人口”的身份进驻

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家个人画室”这种体制外的，

自由、独立的创作和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

青年艺术家的追捧。１９９１年，由澳大利亚人布朗·
华莱士开办的“红门画廊”在北京东便门角楼成立

（因画廊在国内尚属新生事物，该画廊当时以餐厅

形式注册），这是北京第一个商业画廊，也是第一家

代理当代青年画家作品的画廊，实行的是签约代理

制度，主要以国外艺术收藏家为服务对象。１９９２年
８月，国内第一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公司———上海
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创建成立。次年６月２０日，该
公司在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举办了国内艺术品市

场第一个专场拍卖会。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广州·首届
９０年代艺术双年展”举办，虽然这届双年展的作品
大部分仍然是８０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产物，但却是
国内首次引入市场运作方式，由批评家策划操作的

全国性大展。１９９３年，由意大利著名策展人、批评
家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 （ＡｒｃｈｉｌｅＢｏｎｉｔｏＯｌｉｖａ）

主持的第４５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在奥利瓦推动
下，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在世界上被大规模地推介。

以丁乙、方力钧、耿建翌、王广义等为代表的中国当

代艺术家引起了西方收藏家、艺术批评家的积极关

注，欧洲的一些画廊逐渐尝试经营中国当代油画作

品。这一系列变化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梦想

成为可能，并一步步地得以实现。而与此同时，中国

当代艺术这种不同以往的、体制外生存的艺术样式

在经历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遇之后，也日

益受到更多国人的瞩目。

从１９８９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和９０年代初
一系列青年艺术展览中逐渐发展壮大的“政治波

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画风，无疑是这种艺术氛围

的最大受益者。由于其生发于９０年代中国市场化
改革、城市化加速带来的商业文化泛滥的文化语境，

这种前卫画风在国际上往往作为中国艺术的现代形

态被认识。王广义、方力钧、刘小东等人作品中无

聊、玩世与冷眼旁观的画面气质与泼皮式的幽默逐

渐成为彰显９０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氛围和国家形象
变化的新的视觉元素。但由于这类画风走红的国际

资本背景、呈现出的西方化意识和画面所传达的负

面形象，在国内则被认为有“妖魔化中国”的嫌疑。

朱其指出，国外资本的参与和市场的导向性作用使

这一时期的中国油画大部分存在着“毛”“痞”“妖”

的问题，被认为实际上迎合了西方的后殖民趣

味。［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９０年代中国美术在现
代化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中所体现的国家形象存在强

烈的“他塑”色彩，仍处于“被塑造”的不利境地。

９０年代由自由艺术家和国外资本参与所催生
的“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和“泼皮艺术”等艺

术现象在现在看来确实有一种隐蔽式的西方主导下

的后冷战意识形态渗透。［３］但从国内的传播效果来

看，这种不同于以往主流艺术的形象符号，仍然有其

积极的意义。刘小东、方力钧等人作品中所刻意体

现出的无聊、散漫、顽皮的情绪和王广义“大批判”

中对“文革”高歌猛进式图像的语境转换更像是一

个反讽的利器，直接刺向了在长期的意识形态禁锢

下国人麻木、茫然的软肋。从这一点看，这一艺术倾

向仍然是８０年代思想启蒙的另一种继续，在对内的
国家形象塑造中起到了苦口良药的功效。毋庸置

疑，对于一个日益开放和强大的中国来说，对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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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践的宽容态度和现代艺术生态的建立是中国本

土艺术在实现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与世界接轨、更

好地塑造开放民主的国家形象的必要基础。正如王

岳川先生指出，“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

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断送了现代性

也断送了本土性。而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

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

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

进行自身的现代化。”［９］２２

三、新世纪以来：大国崛起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自觉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国际、国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都面临着新

的变化，以往那种在民族主义、启蒙主义或极端政治

意识形态观念下的国家形象定位，在中国日益现代化

和高度融入全球化的２１世纪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如果说中国油画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现代道路探索和９０年代的商业实践中还
是被政治、经济变革所带动的“自然”状态的话，那

么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的思
考和实践，则呈现出了一种注重顶层设计的“自为”

倾向。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美术创作的资助和引

导力度，包括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

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以及由对当代

艺术的不赞成、不提倡到积极引导（官方资助的中

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另一方面，由政府资助的各

类美术主题展、回顾展、国际双年展以及中国现当代

美术的国际交流展日益增多。在这些展览中，油画

这种在国际上已不再是主流的艺术形式因其在中国

近现代美术中的独特地位和其直面生活的现实体验

性［８］而受到格外的重视，从而也使其在对内和对外

展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塑造不同于西方模式

的大国崛起形象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系列

举措都可以看做是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政治经

济方面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之后，对提升自己文化

软实力所做出的努力，突出显示了中国美术在经历

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去政治化和９０年代的泛商业
化之后，在中外文化摩擦与互动所带来的民族文化

身份问题凸显的语境中向国家立场的重新回归。

美术评论家殷双喜先生认为，在２０世纪中国艺
术的发展历程中，鲜见独立于社会现实的“纯美

术”，这一时期无论是主流美术还是先锋性、边缘性

的前卫艺术，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对于社会现实的关

注与反映，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反映的角度与表达的

方式的不同。［９］其实，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油画中的

国家形象这一话题同样隐含着这一问题，即美术与

民族国家、与社会政治并非完全脱离、没有关系。２０
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处理好这种关系并

不轻松，而在社会价值结构日益多元的２１世纪就更
为不易。在美术创作领域内，国家立场的回归固然

是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西方话语强权和资金魔力引导
中国美术、“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反拨，但“深度的民

族国家核心价值观意义上的国家形象，依然是靠其

成员的民族经验、文化身份的现代性、创造性表达在

世界性交流过程中的塑造而成，是表达与接受、自我

认识与‘他者’理解在普世价值中互动的、动态的建

构。”［１０］对于当下中国油画创作来说，处理好国家层

面正面引导和油画家自觉、自主之间的关系，在继承

与超越之中取得平衡，在学习西方传统、立足中国实

践和传播中国形象之间建构自身的现代形态，应该

是今后一个时期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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